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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距离推论是第三人效果研究最为经典的
路径，贯穿理论脉络始终。然而，从概念到结论学界观点尚未
统一。本文总结该领域认知和行为层面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梳理社会距离与第三人效果研究的理论脉络，分为兴起、挑
战、修正三部分。在此基础上，研究认为：系统反思既往研究
的经验与不足，应考虑第三人效果研究转向宏观视野，关注
跨学科融合、结合大数据量化与质性方法以及引入多元研究
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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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与权力

1983 年，传播学者戴维森(Davison)首次提出“第三人效
果”假说：人们普遍有一种认知倾向，认为大众传媒讯息不是
对“我”或“你”，而是对“他们”产生最大的影响。至今为止，社
会学、心理学、管理学和新闻传播学界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投
入了大量的研究。21 世纪初，在 6份国际权威传播学期刊
中，引用“第三人效果”的研究综合排名第五（Bryant &
Miron，2004）。[1]

“社会距离”作为第三人效果研究的测量是学界认同较
一致的路径，被视为界定“第三人”的重要依据。换言之，社会
距离的考察伴随第三人效果研究的始终。然而，尽管论述颇
丰，其概念内涵、操作化方式和研究发现却莫衷一是。某种程
度上，这一取向亦反映了第三人效果研究的发展进路。本文
以社会距离取向切入，对第三人效果研究的国内外研究现
状、理论传统和发展阶段进行综合分析，并提出未来研究可
能的新思路。
一、第三人效果研究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以研究目的来分类，目前第三人效果研究可分为两种：

第一种将第三人效果认知视为因变量，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
成因和动机；第二种以第三人效果认知为自变量，探讨相关
的后续行为。
第一种着重认知的形成，主要从社会心理学和认知心理

学的取径综合考察个体差异、社会情境、媒介内容、互动关
系、社会距离等因素与第三人效果认知形成的关联。纵观既
往研究成果，援引心理学解释第三人效果认知的理论涵盖归
因理论（attribution）、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
社会比较理论（social comparison）、社会认同与分类理论

（social identification and social categorization）。相关的心理
因素解释有自利偏差 (self-serving bias)、乐观偏差(opti-
mistic bias)、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敌意媒体现象(hos-
tile media)、自尊心和自我膨胀、认知可得性（cognitive avail-
ability）。其他具有解释力的发现主要是媒体暴露(media
exposure)和情境因素。
认知层面的第三人效果的轮廓随着跨学科的融合愈加

清晰。影响认知层面的因素主要有：1.人口统计学变量：年龄、
受教育程度、政治倾向、宗教信仰等；2.信息接触：媒介可信
度、接触频率等；3.信息的特性：不合意的信息、负面信息、公
共危机信息等；4.个人认知特质：预存知识、涉入程度等（禹卫
华、张国良，2008）。[2]

第二种聚焦于第三人效果认知对后续行为的预测和解
释力。国外研究主题集中在审查制度、政治选举、劝服性信
息、负面媒介信息、公共危机等，对于第三人效果认知与行
为的因果关系，尚缺乏充足的实证依据。早期研究关注媒介
效果预期如何影响媒介内容的审查，研究发现，支持审查制
度与第三人效果有较强的正相关，但鲜有结论支持在其他
领域的相关性。但是，其他研究表明，第三人效果认知并不
能为人们对审查制度或政府的法规提供一致的解释。例如，
Rucinski &Salwen(1990)发现，积极但不合意的信息，消费
者的“自我感觉”就不一定继续保持良好了。即便是检验同
种行为与第三人效果的关系，研究结论也随着信息内容或
措辞变化而不尽相同。后续的研究也表明，不同的数据和模
型也得到不一样的结论。也有学者提出以父权主义理论
（Paternalism）（McLeod et al.，2001）、合理行为理论（The-
ory of reasoned action）（Guy，Stephen，2008）、保护动机理
论 （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Rojas et al.，1996；
Nathanson et al.，2002)作为可能的解释框架。Neuwirth et
al.（2002）直言，学界并未找到可以解释第三人效果行为层
面的关键理论。
部分学者转向利用这一假说解释社会经济问题，如公共

危机、政治竞选、审美及网络时代的游戏和色情暴力。国内的
研究集中于非典、农民工形象、超级女声、艾滋针等主题，并
以“社会比较”为主流理论框架。港澳台的研究侧重于新媒体
事件、政治竞选、社会运动、媒体改革等时事议题。
反第三人效果的出现。随着“媒介暴露”被证实与第三人

效果认知差距具有强相关性，学界把“认为媒介内容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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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大于对别人的影响”称作“反第三人效果”，也叫“第一
人效果”。在后来的研究中，学者们都有意识地对两者同时进
行验证。
二、社会距离与第三人效果
大多数研究证实了社会距离作为预测第三人效果强弱

的重要因素。其核心思想是，人们在评估媒介影响时，第三人
效果的强度随着具体的参考对象社会或心理关系的远近而
改变（Davison，1983）。这种解释框架试图把“主体”（自我）和
“客体”（他人）分开，揭示人们的认知并非固定在某个落脚点
上，而是随着参考群体变化不断调整感知位置。
（一）社会距离的内涵与分类
“社会距离”有两层含义。“距离”是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刻
不在的概念，它来源于人们最初对“空间”的感知，是一种不
具方向、恒定为正值的量。物理距离指的是时间或空间上相
隔和相隔的长度，反映了远近、长短的关系标量。精神距离，
与认识、思想、情感有关，是人们感知与事物之间关系的远近
亲疏的标量。
“社会距离”更强调的是精神距离，把个人层面的感知延
伸到社会层面。帕克（Park，1950）认为，社会距离存在于集体
与个人的亲密程度，衡量一方对另一方的影响。它指人与人
之间的社会等级或文化差别所构成的亲近或疏远、好感或反
感的程度。[3]社会距离是一种复合变量，它包含人们感受到的
相似、相近、认同感（Perloff，1999）。
社会距离的分类大致有两种：第一种是社会接触的等级

和主观感受的等级。前者包括身体接触，内群体与外群体接
触，初级接触与次级接触；后者把态度作为行为模式，指出人
们对其他个人和社会存在接近（approach） 和疏远（with-
draw）的倾向。第二种是水平距离和垂直距离。水平距离涉及
亲疏远近的态度，垂直距离就是社会地位悬殊产生的优越和
自卑等感受。[4]另一种分类把社会距离分成情感性、规范性和
互动性社会距离。[5]

影响社会距离的因素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经济地位、种
族差异、年龄阶段、成长的文化环境。[6]这对于思考研究社会
距离与第三人效果的关系提供了方向。
（二）社会距离的测量
Perloff（1993）以心理距离为基础认为社会距离是指受

访者与比较群体之间的相似性或差异性程度。评估社会距
离，一种方式是判定自己与他人的相似程度，评估方法是把
“社会距离”放在一个量表上，一端是“很接近我”，另一端是
“很不接近我”。第二种方式是判断自己与他人的差异程度，
一端是“最接近的团体或共同体”，另一端是“最疏远的团体
或共同体”。
考察第三人效果研究的历史脉络，对社会距离的测量主

要分为三个部分。
1.兴起：人口统计学界定
20 世纪 80 年代末起，第三人效果研究多以性别、年龄、

收入、社会地位、教育程度、地理位置等人口统计学特征来界
定社会距离。
以地理位置来区分“第三人”起源较早。Cohen（1988）研

究陪审团评估诽谤性传播对其他人的影响，发现第三人效果
随着自己和其他斯坦福学生、其他加利福利亚人、普通民众
的居住地疏远而加强。White（1997）把互动因素加入第三人

效果与说服强度和社会距离的关系上，证实自己、其他在校
学生、其他同州外校就读的学生、其他州未接受高等教育的
居民之间，存在第三人效果认知的显著差别。根据居住地或
地理位置划分社会距离的其他研究也发现类似的结论
（Gibbson&Durkin，1995;Peiser&Peter，2001;Hoffner et al.，
2001）。此外，有些研究没有证实地理位置与第三人效果的相
关性。如 McLeod（1997）对特拉华大学的学生进行问卷调
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并不认为地理位置上更远的“一般人”比
“纽约和洛杉矶的年轻人”更容易受媒介内容的影响。Jen-
son&Hurley（2006）以环保新闻为例，发现同一群体对不同新
闻的态度迥异，其中一则新闻受访者认为自己与同学所受影
响相当，另外一则新闻却认为自己与同学和本地居民相比，
更容易受影响。
性别对社会距离的界定，其研究主题侧重于媒介暴力和

色情内容。Lee&Yang（1996）研究韩国色情内容对不同性别
的影响，男性受访者认为同性与自己差别不大，而女性受访
者则倾向于高估对其他男性的影响。Lo&Wei（2002）在一项
男女对于网络色情的第三人效果研究中，表明女性相信男性
比自己和其他女性更易被色情内容影响，同时也更支持对其
进行限制。然而，性别在预测其他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面向。
林美雅等人（2005）以瘦身广告为文本，发现不论男女，皆肯
定瘦身广告对女性的影响大于男性，且女性比男性认为对其
他女性的影响更大。因此，Rucinski&Salmon（1990）指出，性
别与第三人效果的关联不甚显著，随着媒介内容的变化，出
现第三人效果的偏差。
年龄引起的第三人效果认知结论呈现差异化。

Glynn&Ostman（1988）分析公众对于公共议题的看法时，发
现年长者更易产生第三人效果认知。Brosius&Engel（1996）
在此基础上认为 40 岁以上的人更加显著。与此相反，
Rucinski&Salmon（1990）对 1988 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研究指
出，年龄与第三人效果认知无关。Driscoll&Salwen（1997）调
查受访者对“辛普森案”的态度，结果表明年轻人产生了更强
的第三人效果认知。
个人因为受教育程度的差异会站在不同的心理位置去

投射他人对于某一问题的看法。胡幼伟（1998）主张，教育程
度通过对媒介内容的了解程度而产生第三人效果认知差异。
Hills（2001）也认为，受教育程度低者因所处群体的感知点，
倾向于相信别人比自己更不容易抵抗媒介内容的影响。受教
育程度高者，常以一种专家姿态，高估自己对说服性媒介内
容的抑制力，高估其对他人的影响。
收入与社会地位的研究相对鲜见，在特定议题如媒介暴

力、政治立场上出现一些讨论。Scharrer（2002）调查成年人对
媒介暴力的看法，发现受访者无论收入高低，并不完全赞同
低收入者或居住在偏远地区的人易受媒介暴力影响的观点。
在政治议题中，被视为地位高的刚竞选成功的政党拥护者，
认为地位低者易被竞选结果的内容左右（Duck，2002）。
人口统计学界定社会距离的操作陆续遭到学者的质疑，

后续研究开始把视角转向把人口统计学变量与特定媒介内
容的交互关系一同考察（Tewksbury，2002;Willnat et al.，
2002;Robinson&Umphery，2006）。
2.挑战：媒介暴露说与传播目标推论
20 世纪 90 年代末，鉴于以社会距离预测第三人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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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径在许多研究中没有得到支持，传播学者开始重新反思社
会距离的定义。Perloff（1993）在第三人效果研究十年的综述
中指明两个问题亟待解决：第一，先前研究没有清晰的论据
支撑社会距离与第三人效果强度直线相关。第二，尚没有研
究者运用任何概念化的手段对社会距离进行测量。因此很难
确定参与调查的受访者对于研究者设定的社会距离的分类
是否认同。此外，社会距离是一个包含诸多成分的复杂变项，
比如说人们感知到的相似、熟悉和认同程度。
社会距离这一概念操作化定义的单一面向，导致了研究

结果的分歧。受访者对社会距离的理解本身存在个体差异
（Cohen&David，1991）。研究者与被试者心中对社会距离的
定义存在差异，通常性的递进关系不能完全反映社会距离的
递增（Eveland et al.，1999）。
“媒介暴露说”（media exposure）的出现使社会距离推
论遭到质疑。媒介使用作为第三人效果中介变量扩大了自我
与他人的认知差距（Salwen，1998）。Eveland et al.（1999）发
现，“媒介暴露”比“社会距离”更能解释第三人效果认知差距
产生的原因，增加媒介暴露频率会显著弱化第三人效果。其
他研究者也发现了媒介暴露与第三人效果认知的负相关
（Hoffner et al.，1999；Lo&Wei，2002）。
“传播目标推论”（target corollary）构成了对社会距离推
论新的挑战。McLeod et al.（1997）提出“目标推论”，当参考
群体被视为一种媒介内容的目标受众，人们倾向于认为媒介
对他们的影响会更大。延续“传播目标推论”，Meirick（2005）
提出倾向认知(perceived prodispositions)作为新变量进行分
析。结果表明，无论是正面信息还是负面信息，人们在相似度
（社会距离）上的认知都很低；对媒介暴露的认知，在负面信
息上有较强相关性，但与正面信息无相关性；倾向认知在正
负面信息上都出现明显的相关性。再次说明“社会距离推论”
的不足，同时也发现“媒介暴露说”存在局限性。
3.修正：相对距离界定
既往研究强调受访者与他人的区分来界定社会距离，鉴

于其将认知差距作为自变量，未考虑数值相对大小的弊端，
有学者提出应考虑受访者和参考群体与媒介信息的相对距
离。
McLeod（1997）较早提出以“钻石模型”的回归分析法，

把“对自己和他人的影响之差”与“对自己与他人的影响之
和”，同时放入回归方程，分析“和”不变情况下的结果。但是，
亦无法避免“多元共线性”的问题，造成“认知差距”的回归系
数递增，从未成为预测支持限制媒介的显著变量（罗文辉，
2000）。
Meirick（2004）以“话题相关度”（topic-relevant）作为测

量社会距离的维度，指出不仅要考虑受访者与参考群体的社
会距离，也不可忽略传者的角色。他区分了自我 - 传者
（self-communicator）、参考群体和传者（target-communi-
cator）之间的社会距离，指出社会距离可以由议题相关性以
及与传者之间的心理距离来界定。
Tsfati&Cohen（2007）指出，社会距离的两个层面，即评

估者和被评估者、评估者和媒介内容均为可能的调节变量，
而被评估者和媒介内容之间的社会距离一直被忽略。结合媒
介依赖理论和选择性注意理论，研究发现第三人效果认知产
生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人们感知他人的媒介暴露程度，以

一种类似于“魔弹论”的简单逻辑，来评估媒介内容对他人的
影响，并可能产生第一人效果；第二阶段，其他诸如话题相关
度、心理距离、信息的正负面性才会被考虑进来。
三、总结与反思
三十余年的理论发展过程，第三人效果研究在国内外积

累了不下三百篇的文献。无论在理论或实证层面，都堪称可
观。
社会距离与第三人效果研究的兴起阶段，多以人口统计

学特征区分自己和“第三人”。微观层面上，多把人口学特征
划分的社会距离视为媒介效果产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宏观层
面上，传播学者将社会距离作为考察不同国家、地区之间文
化差异的一个维度。进入质疑阶段，更多的变量诸如专业知
识、个人特质、议题涉入程度、群体认同等被考虑在内，异军
突起的“媒介暴露说”和“传播目标说”对社会距离推论构成
了威胁。进入修正阶段，由于新的解释框架不断涌现，社会距
离推论作为辅助测量，亦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在一个学科或
研究领域里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或者理论所描述的社会历
史现象，大都经历三个阶段的变化：从传统理论的提出到对
立理论占上风，再到折中理论的出现（陈嬿如，2010）。
在研究路径上，最常见的一类是以社会心理学、认知心

理学的相关理论为基础，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个案式、探讨
式的分析，研究方法大多采取问卷调查或实验室实验法，几
乎没有质性研究的身影。这使得很多研究成果停留在相关假
设的反复验证和援引新的解释框架佐证上，缺乏系统性的论
证和一致的研究结论。即便是最常被验证的“社会距离”这一
概念，也始终没有统一的测量指标和可靠结论。
系统地审视反思既往研究成果的经验和纰漏，是传播学

界延展这一假说的重要课题。
（一）概念的厘清
首先，关于“社会距离”的测量，始终没有学者得出可供

操作的合理方法。无论是基于人口统计学的年龄、地区、受教
育程度，还是基于心理距离的相似度、熟悉度、认同度，仅仅
是停留在概念的区分上，没有落实到相对细致的操作层面
上。
社会距离推论的基本假设是，随着人们之间社会距离的

增加，第三人效果认知差异也会随之加深。早期研究中，学者
对“社会距离”的概念存在过多预设，忽视了个人与集体、不
同文化背景的划分。当前研究局限于分析受访者对其他个人
或集体受媒介信息影响的推测，模糊了个体与集体的区别，
涉及个人对个人、集体对集体的面向需要进一步细化。跨文
化之间的第三人效果，亦是社会距离应考量的因素。如
Willnat el at（2002）研究发现，由于文化差异，欧洲学生认为
美国媒体存在负面影响，产生第三人效果，而亚洲学生视之
为正面，出现反第三人效果。此外，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文
化差异也对证实对第三人效果的强弱有重要作用
（Lee&Tamborini，2005）。
其次，“第三人”这一概念，逐渐脱离了假说的初衷。

Davison（1983）年即提出两种“第三人”，其一是人们认为比
自己更易受媒介内容影响的“第三人”，其二是认为他人可能
受媒介内容影响而采取行动的“第三人”。易言之，前者是以
受众为中心的感知型“第三人”，后者是以传者为中心的效果
型“第三人”，二者截然不同。在后续研究中，往往只关注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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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社会距离的远近来划分，却遗漏了有自我优越感、认
为对媒介内容具有抵抗力的后者，抑或模糊了二者的区别。
重新辨析两种“第三人”，尤其关注被影响而行动者，这对于
考察第三人效果行动层面的机制至关重要。国内出现的公
共危机如 SARS 造成猪肉污名化、日本核辐射导致“盐荒”、
PX 事件，均是第三人效果在预测行为层面的重要研究议
题。
（二）研究对象的转移
第三人效果的研究存在一个普遍问题，即受访者几乎都

是大学生或普通民众，这种研究样本的选取导致结论倾向于
以受众为中心的第三人效果，很难避免与现实情况的偏差。
以受众为中心的“第三人”因其个人特质的差异，造成媒体效
果认知的差异。如政府官员可能使命感较强，第三人效果认
知和对媒介审查的意愿，与一般民众不同（彭文正，2007）。另
外，以传者为中心的“第三人”，大多数是自我意识较强、议题
涉入度较高的人群，例如专家、学者、管理层、舆论领袖。他们
具有一定的决策权和影响力，某种程度上，满足了社会主流
价值的称许性。因此，这部分群体更易产生第三人效果认知，
支持某些行动层面的限制或开放。在公共议题或政策的制定
上，也具有更广泛的辐射力，应是未来第三人效果研究需重
点关注的对象。
（三）理论取向的引入
第三人效果研究的主要思路遵循功能主义的传统，着

重以实证方法对传播效果进行量化考察。令人不解的是，质
性研究的方法在第三人效果研究中至今尚未得到运用。本
体论上，实证研究将受众视为被动的主体，把第三人效果研
究的焦点放在可观察的规律性的行为态度改变，忽视内在
或潜在的社会结构的分析。认识论层面，强调保持客观中
立、摒弃价值判断，却无法跳脱既有理论框架的桎梏。方法
论上，一方面单纯的量化分析常使用二元对立简化第三人
效果认知过程，将对自己的影响和对别人的影响切分为两
端，忽视了其中现实情境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通过实验
法操纵的变量，避免了其他因素的干扰，所测量的媒介效
果，仅仅是接触媒介信息后的暂时效果。由于长期效果追溯
和社会文化脉络诠释的缺席，停留在个案、短时、表面的传
播效果考察上。
在研究方法上，深度访谈、观察法等质性研究方法应当

得到重视。单一的问卷调查或实验室实验无法了解认知形成
的整体过程，也将社会距离这一变量过度简化。借由质性研
究方法，可辅助明晰第三人效果认知差异的心理动机以及与
行为的内在关联。
在研究取向上，诠释取向与批判取向引入第三人效果研

究，值得探讨。诠释取向强调沟通互动的领域，尤其关注对他
人动机、意向的了解，并根植于历史积累而成的传统和共识。
第三人效果认知的产生并非局限于某一具体空间、事件，而
是长期存在于人们的心理，时间因素应当考虑在内。批判取
向则源自人们克服意识形态、刻板印象，从盲目的社会、历史
压制中解放的动力，对第三人效果形成的权力因素的解读或
有重要意义。
（四）新理论与新方法的可能
1.跨学科融合
传播学效果研究作为经验学派的主流，其演进过程历来

注重学科间的融合，尤其关注对应用性学科和社会科学大类
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的理论借鉴。第三人效果研究 30 余
年，也从这些学科吸取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证经验。然而，大多
数第三人效果研究的经典路径是对社会生活中的微观层面
进行考察。如人们对媒介暴力的看法如何影响政府的审查制
度，受访者以个体的视角（一对一或一对多）推测媒介内容的
影响力，可以说仅仅是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的层面，没有上
升到视野更为宏观的大众传播层面。
第三人效果研究的宏观视野可考虑从社会经济、消费决

策和跨文化交流三个层面着手。
在社会经济层面，第三人效果研究可以观察公共议题的

博弈过程。信息不对称给市场经济带来各种风险和危机，也
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大议题。金融危机引发的股市崩盘、
自然灾害掀起的商品哄抢、恐怖袭击造成的社会恐慌等等，
应当纳入第三人效果研究的范畴，结合数学、经济学理论展
开探讨。如运用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和“纳什均衡”，解读
人们在什么情境下可以达成合作，实现高品质的共赢局面，
各国家地区之间如何充当“第三人”推测对方的政策导向，制
定合作或抵制策略。
在消费决策层面，第三人效果研究可以深入了解消费者

在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过程。在海量信息的冲击下，人们的
选择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尼曼和特
维斯研究发现，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与传统经济人假设相
悖，人们倾向于依赖直觉、框架等原则做出非理性决策。这个
发现被称为行为经济学中的“前景理论”，为第三人效果研究
在行为层面理论支撑提供了一个可行的理论基础。
在跨文化交流层面，第三人效果研究应延伸至各国文化

差异的考察。如前所述，相关研究证明，文化差异对第三人效
果的强弱有显著作用。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不同国家地区之
间的形成了密不可分的联系，然而，意识形态和媒介报道形
成的传播错位，给相互沟通带来了不同层次的误解和矛盾。
将第三人效果研究运用于寻找不同社会文化脉络下形成传
播错位的结构因素，尤其聚焦于诠释取向下的文化视角，是
未来应努力的方向。
2.量化与质性研究方法互补
以往第三人效果研究文献中，几乎全然使用量化研究方

法。传播学批判学派对利用线性模式、简化传播过程的效果
研究之鞭挞不绝于史，吊诡的是，第三人效果研究以追踪“效
果”为目的，却鲜有批判、质疑之声。可以说，大部分研究成果
难有实质性突破，根源在于研究方法的局限。第三人效果提
供了一个解释传播过程的常见现象，俯拾即是，其理论架构
亦得到数十年的实证检验，解释框架日益丰富成熟，但研究
方法上却少有推进。
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大数据的应用提上议事日程，

从海量信息中进行人群划分和特征描摹变为可能。人工内容
分析法、计算机内容分析以及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结合，加之
建立在大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的运用，不仅提高了信效度，
也为研究者分析各变量的结构关系及现象背后的内在机制，
提供了新的工具（梁璇，2014）。因此，延续实证方法的路径，
应着重从更宏观的视野考察，以大数据为工具，加入时间层
面的效果追踪。另外，质性研究方法也需加以重视。通过深度
访谈、文本分析、话语分析等方法，寻找第三人效果的社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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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成因，并考虑情境因素的影响，从积极受众观的视角阐释
第三人效果，这对第三人效果研究转变单向、被动的受众观，
过渡到主体能动性的层面，大有裨益。
3.多元研究视角切入
第三人效果不仅是个人观点、情感、知识、行为等层面的

反映，也同时影射了不同群体的社会文化背景。在探求这种
现象运作机制和后续行为之外，结构和权力的因素不容忽
视。同一媒介讯息，因个人特质、媒介偏向、社会情境等条件
的调节，不同个体或群体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换言之，但
从功能主义取向考察第三人效果失之客观全面。
未来进步的空间，有待结构主义、建构主义和批判主义

视角的切入。功能主义往往只关注传播效果的现状与模式，
结构主义则挖掘现象背后的社会关系，认为不同的文化借由
不同的概念结构，才形成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对于功能主义
以自然科学为导向的立场，结构主义者拒绝以所谓客观中
立、人人如是、忽视文化影响的方式去理解事实。研究证实，
文化差异是第三人效果的显著变量（Willnat el at.，2002;
Lee&Tamborini，2005），因而从不同文化背景出发考察第三
人效果，破除实证方法中将自己与“第三人”二元对立的迷
思，或有助益。
建构主义或称为后结构主义，强调主体的相对自主，以

个人生活经验为基础，在特定社会情境中，建构对事物的认
识。这一视角有助于第三人效果研究考虑个体差异和主体能
动性，建立更积极的受众观。特别是探索人们如何在互动沟
通中通过社会协商产生第三人效果认知和行为。
批判主义视角则侧重于分析媒体如何赋予既有权力合

法化，在第三人效果研究中，即讨论媒介内容如何灌输意识
形态和机制，以及受众的认知、行为如何被塑造为主流价值
观的一部分。例如在媒介审查制度中，专家、决策者为何通过
预测媒介暴力对普通民众造成影响而采取限制？普通民众为
了契合社会主流价值观，又怎样建立了与之一致的认知？
总之，随着理论和实证层面的系统化、学科间的融合、多

元视角的切入，第三人效果研究将在传播学、经济学、管理学
等诸多领域形成新的路径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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